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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侨汇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外学术观点综述

林 勇
( 福建社会科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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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侨汇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 响、侨 汇 对 消 费 和 投 资 的 影 响、侨 汇 的 危 机 救 助 作

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侨汇对公共投资和官方援助的影响、侨汇的 “道德风险”和侨汇对人才流失

的影响、侨汇对荷兰病和国际贸易的影响等六个方面，对国外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

前期的研究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开拓性成果和坚实基础，但是目前国际侨汇的研究多

集中于国别和微观的领域，在宏观综合分析、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索方面还比较欠缺，诸多领域的研究

工作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探索，不少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还有许多问题亟需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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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products of“moral hazard”，“brain drain”，and“Dutch disease”. He affirms the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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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field，but points out that，thoug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ttained by micro-stud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more work is yet to be done with comparative macro-studies and
the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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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侨汇是其中涉及最多的主

题之一。国际侨汇 并 不 是 最 近 才 出 现 的 现 象，但 直 到 2003 年 世 界 银 行 《全 球 金 融 报 告》发 表

后，侨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1997—2007 年间，全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侨汇年均增长率在 15% 左右，总量由 700 亿美元

增长到了 2890 亿美元。［1］
侨汇的迅速增长对移民来源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侨汇与来源国的经济发

展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减贫、分配、消费、投资、增长等方方面面对侨汇的

经济影响进行了诸多探讨，积累了初步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本文拟对国

外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简单介绍和评述，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侨汇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 一) 侨汇与贫困

首先，多数学者对侨汇 的 直 接 减 贫 作 用 持 肯 定 意 见。［2］
侨 汇 直 接 由 移 民 汇 到 家 人 或 朋 友 手

中，减贫效果十分直 接、明 显。［3］
亦 即 侨 汇 通 过 提 高 移 民 家 庭 收 入 和 消 费 水 平 从 而 直 接 减 少 贫

困，具有直接减贫的作用。
Page 等学者对 74 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 移民人口每增加 10% ，贫困人口就会

减少 1. 9% ; 侨汇占 GDP 的比例每增加 10% ，贫困将减少 1. 6%。［4］Calderón 等 2008 年对拉美的

考察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侨汇与 GDP 的比例每增加 1% ，贫困率就会减少 0. 4%。［5］Zachariah
等 2003 年对印度的研究发现，2000 年喀拉拉邦收到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达 30 亿美元，使本地

区贫困人口减少了 12%。［6］
许多国家的移民多来自农村地区，侨汇对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更加显

著。［7］
比如阿尔巴 尼 亚 全 国 约 26% 的 家 庭 有 侨 汇 收 入， 而 农 村 家 庭 的 侨 汇 收 入 占 全 国 侨 汇 的

64% ; 该国平均每个家庭侨汇收入近 1800 欧元，90% 的侨汇收入直接作为家庭开支，对于提高

家庭收入和减少贫困作用明显。［8］
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看，侨汇的减贫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侨汇

减贫效应与政府的许多减贫、教育、卫生保健和营养等计划的效应同样巨大，而且侨汇的直接减

贫效应在危机和动乱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后菲律宾侨汇迅速增加，避免了众

多家庭陷于贫困处境。［9］

其次，部分学者对侨汇的减贫效果持怀疑态度。Acosta 等就认为拉美侨汇的减贫效果并不明

显，［10］
同时，Lopez-Cordova 和 Olmedo 也持相同观点，并且指出不同的贫困概念和贫困标准对这

类评价影响很大。［11］

第三，侨汇的减贫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移民来源国贫困状况。如果来源国贫困率

本身较高，那 么 侨 汇 减 贫 效 果 就 比 较 显 著; 随 着 贫 困 率 的 降 低，侨 汇 的 减 贫 效 果 就 愈 加 不 明

显。［12］
二是侨汇的分布状况。侨汇流入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或地区，对贫困的影响大相径庭。如

果侨汇主要流向中高收入家庭，则该地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不利于减贫。移民前的收入和教

育水平也同样重要。由于移民出国往往需要一大笔钱，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学历要求，许多

贫困家庭往往望而却步。一般来说，能够顺利出国而且有能力汇钱回国的人通常要具备一定的能

力。相比较而言，由于经济能力和受教育水平较差，贫困家庭在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国外生存

能力等方面都更弱一些。三是移民阶段。一个地区在移民初期往往富裕家庭才有能力出国，因而

侨汇往往会加剧该地区的贫富差距，不利减贫。［13］
但是从长期看，随着移民活动逐渐成熟，移民

网络能提供移民信息和帮助，促使更多的贫困人群移民海外，来自他们的侨汇逐渐增加，从而促

使该地区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
当然，在不同国家，由于侨汇分布各不相同，其减贫作用也有差别。此外，影响侨汇减贫的

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移民来源国的政策引导、宏观环境等，只是相关研究还十分缺乏，还需要进

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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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侨汇的间接减贫作用值得进一步关注。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侨汇的直接减

贫作用，事实上，侨汇还通过其他间接途径达到减贫效果，比如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生产性

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人力资源投资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于侨汇间接减贫的研究还较

少。笔者认为，侨汇通过改善收入水平影响贫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也只是暂时性的。这种状况

下侨汇只是起到了 “输血”的作用，容易反弹: 一旦侨汇减少贫困迅速增加。Calderon 等人的研

究表明，侨汇的减少会导致拉美贫困率增加 5% ～ 12. 2%。［14］
因此，侨汇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导

致贫困的原因，它的作用比较脆弱。如果侨汇能更多地通过其他间接方式，变 “输血”为 “造

血”，促进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变，其缩小收入差距、减少相对贫困的效果就会更好、更持久。因

此，要长期解决贫困问题，各国需要在经济结构改革、金融改革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从而充分

发挥侨汇的间接减贫作用。

( 二) 侨汇与收入分配

侨汇能显著改善移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侨汇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情况怎么样? 它对

收入分配带来了什么影响? 哪些因素影响了侨汇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不同学者对不同国家的研究

结果呈现出差别。
首先，侨汇更多地流入贫困还是富裕家庭或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截然不同。如 果 是 后

者，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Koc 和 Onan 对土耳其的研究发现只有 5% ～ 20% 的侨汇接收家庭是

贫困家庭;［15］Saith 通过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侨汇扩大了地区、行业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16］

Adams 对巴基斯坦的考察也认为侨汇扩大了收入差距。［17］
但是，如果是前者，就可以缩小收入差

距。Rodrigo 和 Jayatissa 对巴基斯坦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18］
另外，Taylor 发现墨西哥侨汇主要

流入农村地区和贫困人群，缩小收入差距效果比较明显。［19］
但是，即使是同属拉美地区，不同国

家侨汇分配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也有差别，［20］
如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拉圭，侨汇主要

流入贫困人群，［21］
而海地、秘鲁和尼加拉瓜则相反，富裕人群的侨汇收入更多。［22］

其次，不同移民群体的侨汇倾向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侨汇对收入分配产

生的作用。研究表明，非技术和低技术移民的侨汇倾向显著高于高技术移民。［23］
低技术移民往往

来自贫困家庭，而高技术移民则来自富裕家庭。一般而言，相对于富裕家庭，贫困家庭对侨汇依

赖性更大，侨汇倾向较高; 而高技术移民比较容易全家移民，与来源国联系相对较少，侨汇倾向

较低。［24］
因此，如果低技术移民比例较高，则侨汇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就是积极的。相反，

如果高技术移民所占比例越大，侨汇的增加将扩大收入差距。［25］
某些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更偏好

高技术、高学历移民，这种政策上的导向性使侨汇更容易集中在收入本来就较高的群体，这类侨

汇就有可能扩大收入差距。
再次，不同移民阶段侨汇影响收入的效果也不一样。如前所述，在移民活动初期，侨汇往往

会扩大某一地区 的 贫 富 差 距。这 是 因 为 最 早 出 国 的 移 民 通 常 来 自 能 够 负 担 移 民 费 用 的 富 裕 家

庭。［26］
移民初期富裕群体更容易出国，然后赚得侨汇，帮助家人出国……如此的循环往复使本地

区的收入分配更加恶化。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本地移民网络或移民链的形成，移民成本

逐渐减少，贫困家庭也逐渐能够负担出国费用。［27］
大量的贫困人口包括妇女有能力移民海外，更

多贫困家庭有了侨汇收入，这将最终缩小本地区的收入差距。因此，长期而言，侨汇将有利于缩

小收入差距。
第四，侨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受到另外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移民来源国收入差距状况。

如果某地区原本收入差距就很大，则短期内侨汇会加大收入差距。如果情况相反，则侨汇的增加

会缩小收入差距。［28］
二是移民费用。通常是移民费用越高则贫困家庭移民的可能性就越低，从而

流入贫困家庭的侨汇自然就少，收入差距就会扩大。也就是说，移民费用越高，侨汇扩大移民来

源国收入差距的可能性就越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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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侨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 一) 侨汇与消费

侨汇的最终去向问题，即侨汇进入消费、储蓄还是投资领域，是侨汇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中

的重要一环。从侨汇的使用分配来看，目前依然主要用于基本生活需要，如食物、房租、医疗、
教育等，［30］ “ ( 目前) 侨汇倾向于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性投资”。［31］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用于

日常生活消费的侨汇平均达 60% ～ 78% ，其中墨西哥 78% 的侨汇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厄瓜多尔

61% 的侨汇用于此用途。［32］
侨汇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消费表明接收侨汇的家庭收入较低，其基本生

活对侨汇依赖性很大。
关于消费是浪费侨汇的观点招致了批判。由于只有少部分的侨汇用于兴办中小企业、改善农

业劳动效率等生产性投资，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学界和政府一度对侨汇能否促进经济

发展产生了怀疑。这种观点似乎 忽 略 了 一 个 事 实，即 除 了 直 接 进 入 “生 产 性 投 资”领 域 以 外，

侨汇还通过其他许多渠道进入投资: 侨汇储蓄转为贷款、消费刺激国内生产性投资以及教育、医

疗卫生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利用侨汇从国外进口投资性产品和生产设备，等等。近些年，有

学者对侨汇的用途被区分为消费和投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侨汇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

“消费”，应该被当作是人力资源投资而非普通的消费，而贫困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应该被视

为侨汇减贫的作用体现而非单纯的 “消费”。［33］

在一定条件下，国际侨汇大量 涌 入，通 过 消 费 促 进 需 求、产 出、储 蓄 和 投 资，侨 汇 的 “乘

数效应”由此产生。Massey 认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侨汇的乘数效应高达 4 美元，即每一个

美元的侨汇在当地会产生 4 美元的商品和服务需求。［34］Glytsos 认为一个单位的侨汇平均可以增加

2. 3 个单位的收入、0. 6 个单位的投资。［35］
埃及每增加 1000 万美元侨汇，GNP 就会增长 2200 万

美元。墨西哥 20 亿侨汇 收 入 估 计 新 增 价 值 65 亿 美 元 的 经 济 活 动，占 GDP 的 3%。Adelman 和

Taylor 对墨西哥的研究结论是: 每吸纳一个美元的侨汇，GNP 就会增加 2. 69 ～ 3. 17 美元。［36］

是不是侨汇用于消费就一定会产生乘数效应呢? 不一定。因为乘数效应只是侨汇潜在的一种

功能，它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生活消费品并非国产而是进口的，这种

情况之下侨汇用于消费不仅乘数效应受到了局限，反倒会刺激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比如流入阿

尔巴尼亚的侨汇多数都用于购买进口消费品。［37］
同时，农村地区的居民往往用侨汇从小商小贩处

购买商品，销售环节并未缴税，其乘数效应就大打折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侨汇促 进 了 消

费，但消费的急剧扩大还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 二) 侨汇与投资

如果将进入房地产和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侨汇计入消费而不是投资的话，目前进入生产性

投资的侨汇最多在 10% 左右。［38］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投资为目的的侨汇比例不到 5% ，而收款人

用侨汇投资的比例相对更高一点，可能在 10% 左右。［39］
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上述

几类 “消费”也作为 “投资”来考察，将储蓄也看作是侨汇进入投资的重要渠道。
首先，侨汇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学者普遍认为侨汇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投资有积极作

用。Leichtman 对摩洛哥的研究表明侨汇往往投资于中小企业，用于购买小货车、出租车，投资

咖啡店、旅行社、饭馆和酒店，［40］
该国里弗 (Rif) 地区由侨汇投资的建筑业和中小企业促进了

当地的城镇化。［41］
墨西哥出国移民最多的前 6 个州的中小企业投资 21% 来自侨汇。［42］

土耳其约有

一半的移民都在国内投资兴办企业，其启动资本都来自于海外侨汇。［43］
南太平洋岛国的侨汇也有

相当一部分用于国内投资。［44］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支持中小企业和农业发展方面仍存在着诸多困难，比如价格和技术支持、
贴息贷款等。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太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或者提供的金融支持十分有限。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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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恰好弥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
在这些国家，侨汇进入投资领域目前还存在不少障碍。侨汇接收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吸引侨

汇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只要出现机会，侨汇就会用于投资，投资对于侨汇有吸引力。但是，

即使移民本人具备投资和管理能力，如果投资环境不好的话，移民不会选择投资国内，而宁愿选

择在其他更安全的地方投资”。［45］
鼓励侨汇投资的措施必须与有益于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宏

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将使侨汇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和人力资源投资。
其次，侨汇是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补充。侨汇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促进了家乡儿童入学率

的提高。对墨西哥的个案研究表明，吸收侨汇的家庭比例每增加 5 个百分点，儿童入学率就会增

加 3% 以上，文盲就会减少 34%。Ratha 发现萨尔瓦多和斯里兰卡家庭有侨汇收入的学生辍学率

很低，聘请家庭教师的也更多。［46］
在遭受经济衰退或其他灾难后，发展中国家的非侨汇接收家庭

往往收入减少，子女无法继续读书，而接收侨汇家庭的子女则能继续学业。Yang 对亚洲金融危

机前后菲律宾家庭开支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侨汇对于提高菲律宾儿童入学率起到了积极作

用。他指出，在货币升值幅度较大 ( 相对于菲律宾比索) 国家的菲律宾移民，在子女教育方面

的开支增长很快。［47］
随着有侨汇收入家庭比例的增加，菲 律 宾 6 ～ 14 岁 孩 子 的 入 学 率 就 明 显 增

加。［48］
而且，侨汇流入贫困家庭比例越高，当地女孩接受教育的比例增加就越快。［49］

侨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民众尤其是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相比其他收入，侨汇收入的增加更

能促进墨西哥家庭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50］
随着侨汇收入家庭比例的提高，墨西哥婴儿死亡率下

降了。［51］
斯里兰卡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出生的婴儿体重大于普通家庭。［52］

如上所述，侨汇对人力资源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要结合

一定的历史条件来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更清晰的认识，不宜过分强调侨汇的这种替代功能，发展中

国家的人力资源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不能过于依赖侨汇。
第三，大量侨汇进入了房地产领域。相当部分侨汇都用于购置房产，侨汇对发展中国家房地

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侨户和侨乡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基本生活消费得到一定满足

的情况下，侨汇进入房地产投资甚至生产性投资领域的就逐渐增加。巴基斯坦农村的侨汇相当部

分用于投资房地产，［53］
摩洛哥 Rif 地区 71% 的 移 民 家 庭 都 用 侨 汇 来 购 买 土 地 建 房 或 用 于 旧 房 翻

新。［54］Parrado 发现，去美国打工一年的人回乡购房的可能性将增加 1. 2 倍，在美国每多工作一

年，购房的可能性就增加 2. 8%。［55］
大量侨汇进入房地产，不仅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多种行业的蓬

勃发展，比如塑胶、五金、家具、水电、照明和家电等，还促进了就业的迅速增长。［56］
因此，侨

汇进入房地产同样能发挥其 “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储蓄成为侨汇进入投资领域的重要渠道。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储蓄率普遍高于没有侨

汇收入的家庭，而且侨汇的储蓄比例也高于其他收入的储蓄比例。［57］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巴基斯坦海外侨汇 储 蓄 倾 向 明 显 高 于 国 内 汇 款 ( 从 城 市 向 农 村 的 汇 款 ) 或 租 金 收 入。［58］

Obstfeld 等指出，侨汇增加了居民储蓄，带动了投资。［59］Malik 和 Sarwar 分析了 1987—1988 年巴

勒斯坦的侨汇消费情况，结果发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侨汇都用于消费，不少侨汇用于储

蓄和投资，［60］
用于投资和储蓄的侨汇比例甚至达到了 68%。［61］

但多米尼加、海地、尼加拉瓜、哥

斯达尼加和秘鲁，侨汇只有不到 18% 用于储蓄。［62］
究竟有多少侨汇储蓄进入了投资领域? 目前

对此问题似乎还缺乏研究。

三、侨汇的危机救助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一) 侨汇与危机救助

每当移民来源国遭受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以及国内政局动荡之时，侨汇都会增加，因此侨汇

起到了一种支援和救助的作用。［63］
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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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的救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危机时期。第一种是自然灾害。1846—1848 年的大饥荒之

后，因为有在美国做家庭佣人的妇女汇回的侨汇，爱尔兰的农村居民才得以生存下来。20 世纪

以来，孟加拉、多米尼加、海地、洪都拉斯在遭受自然灾害以后侨汇激增。［64］2004 年东 南 亚 海

啸发生后，东南亚的海外侨民纷纷往回汇款，对救灾起到了重要作用。每次飓风过后，受影响的

移民来源国增加的侨汇，当年就能够弥补收入损失的 13% ，4 年之内能弥补 28%。［65］
海地地震后

海外移民汇回大量侨汇施以援助。［66］
第二种是战争或动乱。科特迪瓦在内战期间侨汇源源不断流

入，塞拉利昂国内武装冲突后侨汇也增加了，侨汇为黎巴嫩内战中遭受伤害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

支援。［67］
第三种是经济危机。20 世纪五 六 十 年 代 困 难 时 期，侨 汇 成 为 希 腊、葡 萄 牙、西 班 牙 和

南斯拉夫发展的关键资源。［68］1995—2004 年间，虽然流入亚洲的 FDI 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侨汇却

增长了 3 倍。1997 年阿尔巴尼亚遭受经济危机后，几乎全靠侨汇帮助，其经济才能在 1998 年得

以复苏。这些都说明在移民来源国遭受特殊困难时，侨汇具有及时救助作用。目前学界需要探讨

如何将侨汇这种短期的救助功能，转化为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

( 二) 侨汇与经济增长

侨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复杂，侨汇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迄今也存在争议。不少学者持

肯定观点，同样，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
有学者认为，侨汇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IMF 对 101 个发展中国家在 1970—

2003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侨汇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69］Chami 等人

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侨汇既没有促进投资的增长，也没有影响投资的分配，因此对 GDP 的增长

没有显著影响。［70］

Faini 认为侨汇能克服资本市场的缺陷，使移民家庭有效集聚资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

极影响。［71］
侨汇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多数来自于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实证研究。Mishra 指

出，在 13 个加勒比国家中，侨汇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私人投资就会增长 0. 6 个百分点，从

而推动了经 济 增 长。［72］Solimano 的 研 究 表 明， 侨 汇 对 安 第 斯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的 促 进 作 用 非 常 显

著，［73］Giuliano 和 Ruis-Arranz 则发现在金融业比较落后的国家，侨汇能缓解信用限制，起到了促

进金融发展的替代物作用，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74］

侨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依然值得关注。Chami 等对 113 个国家 29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

析，结果发现侨汇降低了侨汇接受者的劳动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75］
当然，如果侨

汇主要流入贫困家庭，侨汇更多用于基本生活消费而非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有限。而且，

与侨汇相关的消费是否导致进口增长或通货膨胀，是否导致国内生产的减少，也会影响侨汇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76］
侨汇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完全抵消其积极作用。［77］

侨汇来源地不同，侨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差别。如果侨汇更多来自发达国家，则对经济

增长的积极影响就会更显著。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移民，因工作条件更差，工资较

低，居留时间更短，侨汇也更少。［78］
目前这类比较研究成果很少，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侨汇的变动不居，在短期和长期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短期看，侨汇可能对经济增长产

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长期看可能这种作用并不明显，［79］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探讨侨汇对经济增长

的长期影响。侨汇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它在有效需求、投资和出口、通货膨胀、
经济结构的转变等诸多方面的作用。因此，侨汇对长期经济增长作用的评价，要全面考察上述各

方面的综合表现，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四、侨汇对公共投资和官方援助的影响

( 一) 侨汇与公共投资

移民用侨汇在家乡投资诊所、自来水、水利设施，修建道路、学校等，为移民来源国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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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提供了大力支持，获得普遍称赞。
墨西哥的 “同乡会”组织在筹集和引导侨汇在家乡建设公共工程和投资中小企业方面的工

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80］
萨卡特卡斯州政府从 1993 年开始实施 “二配一”计划，即移民社团在

家乡每投入一个美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各配套一个美元。到 1997 年该项计划扩展为 “三配

一”计划，又加上了当地政府的配套资金。萨卡特卡斯的移民社团在 8 年多的时间里投资了 400
多家公共工程和中小企业 ( 约合 450 万美元)。2005 年，墨西 哥 移 民 社 团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筹 集 了

2000 万美元公共建设资金，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为此配套了 6000 万美元。［81］
在人口少

于 3000 人的侨乡，墨西哥移民捐赠超过政府公共投资的一半; 在少于 1000 人的侨乡，移民捐赠

甚至相当于政府公共投资的 7 倍。萨尔瓦多的国家开发机构 FISDL 也实施了一个类似的计划，由

政府为移民社团在家乡的投资进行配套。［82］

尽管如此，利用侨汇兴建公共工程对当地发展的作用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怀疑。有学者注意

到，由于侨汇投资兴建的许多公共设施都缺乏科学规划，没有适应当地民众的实际需要，缺乏后

期维护，造成严重浪费。另外，由侨汇兴办的职业培训机构培训的工人多数意在出国，客观上造

成了本地劳动力的流失。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有没有因为侨汇进入公共领域而受到影响? 侨

汇在部分解决了经济发展瓶颈的同时，是否使政府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侨汇的依赖，从而导致政

府在公共领域投入减少，即侨汇进入公共投资会不会对政府的公共投资产生 “挤出效应”?［83］
即

是否会产生所谓的 “公共道德风险” ( public moral hazard) ? 如果存在公共道德风险，那么风险

有多大，哪些因素影响了风险的程度? 在人力资源投资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侨汇是否具有替

代作用? 在吸收大量稳定的侨汇收入以后，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否减少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 这些

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 二) 侨汇与官方援助

侨汇是否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 (ODA) 产生影响，是侨汇研究领域的一项

新课题。发达国家是否会因为侨汇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削减 ODA?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侨汇

对 ODA 是否也有一定的 “挤出效应”?

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侨汇的依赖程度大于 ODA，如两者的比例在下列国家分别为: 土耳其

39∶ 1，墨西哥 34∶ 1，哥斯达尼加 24∶ 1，牙买加 15∶ 1，菲律宾 8∶ 1，尼日利亚 7∶ 1，印度 6∶ 1，突尼斯 5 ∶
1，莱索托 4∶ 1。［84］

与此相反，多数撒哈拉以南国家却对援助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类比较只是为了

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一些国家对侨汇的依赖程度，而非使人们对侨汇与官方援助产生联系。但由于

1990—2003 年间发展中国家 ODA 净流入基本没有变化，2003—2006 年间才开始缓慢增长，所以

就有人将 ODA 的变化与侨汇挂起钩来。他们认为侨汇这种 “个人外援”不存在日常管理费的问

题，也不会被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能直接进入接收人手中，效率很高。正是由于有大量如此有效

的“个人外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 ODA 已没有早先那么热情了。［85］

但是，侨汇对 ODA 是否具有 “挤出效应”? 侨汇的增加是否是 ODA 减少的重要原因? ODA
的变化对侨汇是否真有那么敏感? 侨汇对 ODA 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真存在这种效应，发

展中国家又应该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

五、侨汇的 “道德风险”及其对人才流失的影响

( 一) 侨汇的 “道德风险”
有学者认为，侨汇导致了侨汇接收家庭和地区劳动参与率的减少，这种现象被称为侨汇的

“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或者侨汇的 “依赖文化”，即接收侨汇的家庭和地区对侨汇的高度

依赖性，年轻人因为有侨汇收入而变得缺少工作热情。［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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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i 等认为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其成员不愿参加劳动，由此可能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87］

同样，Acosta 等也发现侨汇使拉美的劳动力减少了。［88］Funkhouser 则发现侨汇对女性劳动参与的

影响要大于男性，其研究表明随着侨汇由零增长到 100 美元，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女性参加劳动

的可能性减少 5% ，男性减少 2. 1%。［89］

侨汇是否会导 致 “道 德 风 险”尚 存 在 争 议。随 着 青 壮 年 男 性 出 国，留 在 家 里 的 多 是 妇 女、
儿童和老人，如何评价他们的劳动参与? 女性劳动参与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移民家庭的家务劳动往

往由妇女承担。如何估算这些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家务算不算是劳动? 因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可以让结论更加客观。侨汇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地位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即侨汇有助于提高

妇女地位还是会进一步加深男女不平等，需要进一步研究。

( 二) 侨汇与人才流失

根据 ILO 估计，发展中国家因为 “脑力流失”而损失的技术型人力资源为 10% ～ 30%。［90］

2004 年 OECD 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较不发达的小国，尤其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脑力流失造成

的影响更为严重。我们关心的是: 人才收益 ( 包括侨汇收入和移民在海外所获得的技术等资源)

能否抵消或弥补国内因 “脑力流失”而导致的损失?

一种观点认为，人才收益能部分弥补人才外流造成的损失。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非技术移

民，就长期而言对其来源国都是利大于弊。世界银行 2003 年度报告指出: “虽然侨汇和移民网络

效应对贸易和投资的积极贡献要远远大于技术移民造成的损失，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担心 ‘脑

力流失’问题”。［91］
网络效应主要是指移民与其来源国之间保持的关系网络及其产生的回馈效应，

比如移民回流、技术和知识的 交 流 以 及 侨 汇 等 ( 即 人 才 收 益)。Ratha 等 人 认 为，从 中 长 期 看，

技术工人在国外发展的网络和获得的知识以及侨汇、投资、贸易关系能使移民来源国从中受益;

侨汇对来源国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 “脑力流失”的损失。［92］
有一些国家已开始有计划

地通过输出技术 工 人 促 进 本 国 侨 汇 的 增 加， 如 菲 律 宾 政 府 将 护 士 的 教 育 投 资 作 为 国 家 战 略 之

一。［93］
一种更乐观的看 法 甚 至 认 为， 长 期 而 言， 侨 汇 能 够 减 少 移 民 压 力， 从 而 减 少 技 术 移 民

外流。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才收益不能弥补高级人才和技术工人移民对国家经济造成的长期影

响。他们认为，技术移民更倾向于将全家移民国外，与其来源国的联系相对较弱，汇款的人数比

例更低，因此移民中技术移民比例越高，侨汇就越少。［94］
此外，他们还发现移民技术的提高对移

民来源国教育水平的改善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技术移民的比例与移民来源国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比例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且，许多移民掌握的技术并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就是说，

一定程度上技术移民阻碍了移民来源国的经济增长。［95］

人才收益能否弥补人才外流带来的损失，目前依然存在很大争论，不少学者仍在努力寻求新

的证据。普遍认为，政府培育人才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所以流失的不仅仅是人才本身，还

有附着的其他许多资源。而且，国家高级人才和技术工人的流失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耗费更多资

金和时间培育新的人才和工人来替代他们。由于担心更多人才外流，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

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从长期来看，人才收益很难弥补因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因此，如何

尽可能最大化人才收益以减少人才流失的损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

六、侨汇对 “荷兰病”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 一) 侨汇与 “荷兰病”
“荷兰病”是指由于大量资本短时间迅速流入某国导致其货币升值，给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侨汇作为发展中国家外来资本的一种形式，如果也像其他国际资本一样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无

疑会对汇率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 “荷兰病”。萨尔瓦多、肯尼亚、摩尔多瓦等国政府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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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担心大量侨汇的涌入会冲击汇率的变化。［96］

在侨汇占国家 GDP 比 例 较 高 的 一 些 小 国，侨 汇 更 容 易 引 发 “荷 兰 病”。1979—1998 年 间，

拉美和加勒比 13 个国家侨汇每增加 1% ，汇率就增加 0. 2%。［97］Akhtar Hossain 对孟加拉的研究也

证明了这一结论。［98］
同时，世界银行也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相比于侨汇，其他国际资本引

发的“荷兰病”更严重。这是因为侨汇具有稳定、持续和渐增的特性。因此，侨汇对汇率的影

响相对比较温和，不像其他国际资本那样会引起汇率周期性的剧烈变动。相关研究目前还仅限于

国别探讨，缺乏对普遍规律的分析，比如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侨汇达到什么规模 ( 与 GDP 的比

例) 会引发什么程度的 “荷兰病”以及如何应对，等等。

( 二) 侨汇与国际贸易

一般认为，侨汇有助于外汇的增加，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大量侨汇的涌入也可能对国际贸

易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刺激进口需求。国外移民往往将许多外国商品带回家乡 ( 实物侨汇) ，家

乡人慢慢就倾向于购买和消费国外产品。回流的移民自然增加了对外国产品的需求。移民及其家

人的消费偏好又会影响周围的非移民家庭的消费习惯，以此刺激进口。二是影响了贸易平衡。大

量侨汇流入 可 能 导 致 本 币 的 升 值， 从 而 导 致 出 口 竞 争 力 的 下 降， 刺 激 进 口 增 长 和 出 口 减 少。
Lopez-Cordova 和 Olmedo 特别考察了国际侨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侨汇与 GDP 的比例

平均每增加 10% ，发展中国家出口就会减少 2% ～ 4%。［99］20 世纪 70 年代末侨汇大量涌入也门甚

至导致了严重的国际贸易逆差。［100］
如何发挥移民和侨汇的优势，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是

今后研究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总之，前期的研究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开拓性成果并打了下坚实基础，但是

侨汇对移民来源国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因此，可以说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一方面，现有成果

只是涉及了其中的部分领域，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探索; 另一方面，由于相关

研究在宏观综合分析、比较分析以及理论探索方面还比较欠缺，不少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因

此还有许多问题亟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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